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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型领导对多层面创造力的双刃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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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变革型领导与创造力的关系是在充满竞争和不确定性组织变革情境下必然产生

的研究主题。本文系统梳理了变革型领导对多层面创造力的双刃剑效应，从促进机制来看，变

革型领导分别通过动机、认知、情绪机制促进个体创造力，从团队认知、团队互动机制提升团队

创造力；从抑制机制看，变革型领导分别通过认知、情绪机制抑制个体创造力，从团队认知、团

队互动机制阻碍团队创造力；此外，还归纳了变革型领导与创造力之间存在的复杂曲线关系。

未来研究应从均衡观出发强化变革型领导的阴面研究，从系统观出发揭示变革型领导维度与

创造力的关系，从整合观出发深入探索变革型领导影响创造力的复杂机理，从权变观出发探讨

变革型领导影响创造力的边界条件，从情境观出发推动变革型领导影响创造力的跨文化研究，

从方法学出发提高变革型领导影响创造力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与科学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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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随着知识创新的全球化、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以及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创造力已经成为现

代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核心动因（Amabile，1996），并在组织情境中表现出不同层面的状

态。多层面创造力是创造力在不同层次间自下而上的联动关系，即创造力在个体、团队等层面

上的不同表现，是指成员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中通过彼此协作，创造出有用性、新颖性和价值性

并存的产品、想法、程序（Woodman等，1993）。以往创造力研究多聚焦于个体层面上，但近年来

团队创造力研究已呈快速上升趋势，揭示二者的影响因素及形成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

价值。在提升企业多层面创造力的过程中，变革型领导是一种备受瞩目的领导风格（Zhou和
Pan，2015）。它是指领导者向下属灌输思想道德、价值观并激励下属士气的过程，包含领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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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isma or idealized influence）、感召力（inspirational motivation）、智力激发（intellectual
stimulation）和个性化关怀（individualized consideration）四个维度（Bass，1995）。在当前竞争日

益激烈的变革性环境中，如何发挥变革型领导对多层面创造力的激发作用，成为当前研究者和

实践者均需面对的重要主题（Bass和Riggio，2006）。
然而，当前学术界关于变革型领导与多层面创造力二者关系的研究结论尚存较大分歧。一

方面，有学者认为变革型领导对创造力具有促进作用（Stam等，2010；Liu和Phillips，2011）。变革

型领导运用智力激发鼓励员工跳出固有思维框架（Herrmann和Felfe，2014），提供个性化关怀

关注员工个人成长（Cheung和Wong，2011），有助于激发员工创造力。变革型领导还可发挥自

身魅力获得团队尊敬及信任，通过愿景激励提升成员的内部动机（Rosing等，2011），进而提升

团队创造力。另一方面，有学者指出变革型领导对创造力存在抑制作用（Basu和Green，1997；
Osborn和Marion，2009；Tourish，2013）。富有魅力倾向的变革型领导易引起下属的过度崇拜，这

会导致下属不加批判地接受领导者的想法及对其无条件的认知忠诚（Eisenbeiß和Boerner，
2013），从而抑制下属创造力。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变革型领导与创造力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即呈现U形和倒U形的关系（Eisenbeiß和Boerner，2010；宋晶等，2013）。
研究发现的不一致易导致理论界与实践界对如何把控二者关系陷入了认知困境，亟需对

二者关系进行系统梳理。然而，目前国内外系统梳理变革型领导对创造力作用机制的文献综述

甚为少见，仅有个别学者综述了变革型领导对创造力的促进作用机制（胡泓等，2012），但尚未

对变革型领导促进创造力的作用机制类型进行系统概括，也未探讨变革型领导对创造力的抑

制作用机制，更未分层考察变革型领导对个体及团队创造力的作用机制。针对上述不足，本文

基于十余年来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系统考察二者间整合性的多重作用机制，提炼概括出变革

型领导对创造力的双刃剑效应模型，并归纳总结出了二者间的非线性关系，最后对未来研究方

向进行了展望。

二、  变革型领导对创造力的促进机制

变革型领导对创造力的促进作用，是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共识。变革型领导对创造力的影响

机制如何？变革型领导对个体创造力和团队创造力的作用机理是否相同？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有

助于探明变革型领导为何及如何促进创造力。

（一）变革型领导对个体创造力的促进机制

1. 动机机制

动机是指促使个体从事某种活动的内驱力，是影响员工工作行为表现的重要动因，也是影

响创造力的关键因素。大量研究发现，动机机制是解释变革型领导为何能影响个体创造力的最

基本路径。

变革型领导与个体创造力之间的动机传导机制，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1）内部动机。它

是指个体因强烈兴趣或被任务本身所吸引而参与某项活动，并非以获得外部报酬和奖励为目

的的内在动力（Amabile，1996）。变革型领导鼓励员工以创造性方式挑战自我、完成任务，带给

其沉浸性工作感受及自我满足感，进而提升员工的内在创新动机。高内在创新动机的个体在面

对挑战性任务时，表现出较高的认知韧性，愿意认真思考并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寻求创新型

解决方式。同时，高内在创新动机的个体又有较高的认知灵活性，他们工作方式较为灵活，能将

创新知识运用得更加灵活自如，从而表现出高水平创造力。Shin和Zhou（2003）的研究发现，变

革型领导对员工创造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内部动机是二者间重要的中介变量。（2）促进焦

点。调节焦点理论认为，个体在实现目标过程中存在两种自我调节倾向，即促进焦点和防御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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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促进焦点关注发展需求、追求最优状态、渴望成就，而防御焦点则关注安全需求、追求稳妥

状态、警惕风险（Higgins，2012）。变革型领导作为“意义制造者”，通过愿景描绘及领导魅力易

激发下属的促进焦点，激励下属提出新想法并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新方式，在面对挑战性任务

时勇于探索和积极追求更高目标，从而产生更强的创新意愿，表现出更高的创造力（Stam等，

2010）。此外，Henker等（2015）以279名企业员工为样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促进焦点在

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创造力之间起中介作用。（3）心理授权。从积极心理学视角而言，心理授权不

仅是一种任务动机，还是创造力的来源，它是个体的一种自我激励机制（Spreitzer，1995）。变革

型领导通过勾画组织愿景，为员工提供有意义、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增强员工的自我效能感和

自信心，提升员工感知的工作意义和自主决策权，高心理授权感知对员工参与创造性过程的意

愿起着重要作用（Deluga和Souza，1991）。Gumusluoglu和Ilsev（2009）以土耳其43家软件开发公

司研发部门的163名主管及研发人员为研究样本，检验了心理授权在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创造力

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我国学者刘景江和邹慧敏（2013）的研究也发现，变革型领导正向影响员工

心理授权及创造力，且员工心理授权在变革型领导和员工创造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2. 认知机制

创造力提升固然需要强烈的动机驱动，但也包含了复杂的认知过程。根据创造力成分理

论，员工工作中的认知资源投入对其能否表现出创造力具有重要影响（Amabile等，1996）。变革

型领导通过改变和影响员工的心理认知过程，从而对其创造力产生影响。

变革型领导与个体创造力之间的认知传导机制，大致包括如下三个方面：（1）创新自我效

能感。Tierney和Farmer（2002）认为，创新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在创新活动中对于自身创造力表

现的信念和期望。现有研究对创新自我效能感与员工创造力之间的正向关系已达成共识

（Tierney和Farmer，2011；杨晶照等，2011）。变革型领导为员工创新提供所需资源，鼓励员工的

创新想法，使其感到自身创新活动备受重视与认可，从而产生较高的创新自我效能感，进而提

升创造力。针对上述发现，Mittal和Dhar（2015）通过印度多家中小型IT公司的主管与员工配对

样本，也检验了创新自我效能感在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创造力之间起中介作用。（2）心理安全感。

Edmondson（1999）认为，心理安全感是指个体普遍认为在组织内承担人际风险是安全的，并相

信在组织内发表真实意见不会遭到其他成员的为难、拒绝或惩罚。变革型领导相信员工能力并

授予其决策权，鼓励员工专注于创新任务，营造出相互信任与支持的创新氛围，这有助于激发

员工创造性认知，从而提升员工创造力（Zhou和Pan，2015）。Carmeli等（2014）通过纵向研究发

现，心理安全感和反思在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创造性问题解决能力之间发挥着链式中介作用。国

内学者宋萍（2016）研究发现，变革型领导的领导魅力与德行垂范两个维度通过心理安全感对

企业员工创新构想实施产生影响。（3）创新角色认同。它是指员工对于自己是否具备创新能力

的评价，是员工感知自己在组织中的行为是否具有创新性的判断。变革型领导者作为员工的

“重要他人”，通过让员工意识到所承担任务的重要意义来激发员工创新动机，肯定员工的创新

能力并寄予较高创新期望，使员工感受到领导对其创新工作的支持，进而产生更强的创新角色

认同，最终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创造力（Koseoglu等，2017）。Wang和Zhu（2011）也发现，创新角色

认同在个体层面的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创造力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3. 情绪机制

情绪是指个体为适应环境而做出的生理、心理反应以及所需要的心理动机力量（孟昭兰，

2005）。根据人格系统交互理论，积极情绪调节认知模式，随着积极情绪增强，认知模式变得灵

活，有利于思维流畅性和灵活性，进而促使个体放弃机械的行为方案，追求新颖的、创造性的思

想与行动，从而激发个体创造力（Fredrickson和Joiner，2002）。一方面，变革型领导通过描绘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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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来传递乐观精神，另一方面关注下属需求，舒缓其不愉快的情绪感受，强化下属的正向情感，

这种积极情感产生的认知灵活性能够保证员工发挥更高水平的创造力（Jin等，2016；Yang等，

2016）。与动机、认知机制相比，目前研究对情绪中介机制的研究较为薄弱，今后研究亟待加强。

（二）变革型领导对团队创造力的促进机制

1. 团队认知机制

团队领导可以通过影响整个团队认知过程进而作用于团队产出，如通过影响集体效能感、

团队创新氛围及团队反思等。这些变量体现了变革型领导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是经由团队认

知变化引起的，揭示出变革型领导影响团队创造力的认知机制。

变革型领导促进团队创造力发展的认知机制，主要通过以下三类中介路径：（1）集体效能

感。它是自我效能感在团队层面的扩展和延伸，是指成员对于团队成功地完成特定任务或取得

特定成就能力的共同信念（Gibson等，2000；李锐和凌文辁，2006）。变革型领导向团队传递激动

人心的愿景并倡导团队使命，从而提升其集体效能感，由此进一步激发成员的创新思维和创新

意图，使其更乐于通过新视角、新流程进行尝试（Gibson和Earley，2007）。此外，还有学者研究了

中国企业领导风格与团队创造力的关系后发现，集体效能感中介了变革型领导与团队创造力

之间的正相关关系（Zhang等，2011）。（2）团队创新氛围。它是指团队成员关于创新的共同认知

和感受，对团队创新结果具有重要影响（Anderson和West，1998）。Eisenbeiss等（2008）以33个企

业研发团队为样本，检验了团队创新氛围在变革型领导与团队创造力之间的中介效应。（3）团
队反思。它是指团队成员对团队目标、策略与过程进行公开反思，摒弃不合理工作方式并确立

新方法，根据内外环境进行调整以适应当前或预期的变化（West，1996）。变革型领导在团队内

营造质疑与反思的氛围，鼓励团队成员重新思考关键及核心问题，理解并重视不同观点，公开

坦诚地讨论问题，使团队成员实现信息及观点的交流、知识结构的更新，旨在促进团队创造力

（罗瑾琏等，2014；Carmeli等，2014）。徐兵和石冠峰（2014）通过对我国30家高新技术企业的

128个知识型团队的问卷调查发现，团队反思在变革型领导与团队创造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2. 团队互动机制

依据I-P-O模型（input-process-output model），团队互动过程作为团队输入向输出转化的必

要环节，也是团队领导影响团队结果的关键因素，即领导者通过改变团队成员的行为倾向，使

其与团队其他成员及整个团队保持一致，进而影响团队结果。

针对变革型领导影响团队创造力的团队互动机制，下面归纳出了三类中介路径：（1）知识

共享。它是指团队成员之间分享与任务相关的想法、信息及建议的过程（Bartol等，2009）。团队

知识分享尤其是隐性知识分享，能够促进团队深度加工成员自身独特的任务性知识，进而提升

创造力（Mueller，2012）。变革型领导鼓励成员积极表达和分享新想法，营造开放包容的团队创

新氛围，增强成员知识共享意愿，使其超越自身利益，为整个团队和组织创新着想（李圭泉等，

2014）。多项研究表明，团队知识共享可以中介变革型领导和团队创造力之间的正向关系

（Zhang等，2011；Liu和Phillips，2011；蔡亚华等，2013）。（2）团队学习。它是指团队成员之间相互

分享、整合、应用与任务相关知识的集体性反应和行动过程（Sanders和Shipton，2012）。根据社

会学习理论，变革型领导在团队创新过程中扮演着创新典范角色，团队成员在领导者榜样引领

下，会积极投入到创造性知识和技能的集体学习中，进而提升团队创造力。陈璐等（2016）对我

国90个企业高管团队调研后发现，变革型领导通过作用于团队学习行为，进而对团队创造力产

生积极影响。（3）团队沟通。作为成员互相交换信息和交流感情的方式，团队沟通是团队成员实

现相互信任及任务目标的重要桥梁，也是提升团队创造力的关键因素。变革型领导为成员提供

创新所需信息，在团队内部培育支持创新的氛围，鼓励成员发表不同观点和意见，以便促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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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团队沟通，进一步提升团队创造力（Leenders等，2003；Boies等，2015）。
综上所述，变革型领导可借由动机机制、认知机制和情绪机制等路径促进个体创造力，

Shin（2015）的领导力模型也支持了上述观点。此外，变革型领导借由团队认知和团队互动两大

路径促进团队创造力。具体作用机制，见图1。

三、  变革型领导对创造力的抑制机制

尽管变革型领导促进创造力的作用机制得到了较多支持，但质疑之声一直存在，即变革型

领导也会抑制创造力。有学者从变革型领导潜存的阴暗面出发提出负向中介，探讨了变革型领

导对创造力的抑制效应，即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直接作用，被“X→M→Y”的负向间接效应抑

制掉（Lam，2010）。换言之，上述负向间接作用抑制掉了变革型领导对创造力的正向作用。

（一）变革型领导对个体创造力的抑制机制

变革型领导抑制员工创造力的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认知与情绪机制这两条路径。其中，

认知机制包括下属依赖、阻碍性压力及领导对下属信任，而情绪机制主要是积极情绪这一变量。

1. 认知机制

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造力的抑制作用路径，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1）下属依赖。这是早

期研究者考察变革型领导抑制创造力的重要变量。成人依恋理论认为，即便个体已经成人，也

存在被完全保护并依赖他人的需求（Birtchnell，1988）。高依赖性个体易不加批判地接受、赞成

他人观点，而创造力则是产生新想法与新结果，因此，依赖性阻碍创造力的产生。变革型领导凭

借自身超强的能力、富有魅力的领导方式，易唤醒下属依赖性需求（Dinh等，2014），下属依赖将

会削弱创造力。Eisenbeiß和Boerner（2013）研究发现，变革型领导促进下属创造力，但也会增加

下属依赖性并进一步削弱其创造力；Kollmann等（2013）也指出，变革型领导凭借领导魅力会增

强下属的依赖性进而抑制其创造力，但在授权情境下，这种依赖性的产生机制会被削弱。（2）阻
碍性压力。Cavanaugh等人（2000）将工作压力分为挑战性压力和阻碍性压力。具体而言，当领导

对下属的创新绩效期待较高时，下属感知到这种挑战性压力后会努力提升自身创造力。但当变

革型领导为下属设定过高的创新目标，且下属偏好于稳定、持久的工作环境时，会导致下属感

知到阻碍性压力，这种压力感会减弱其内在创新动机，从而抑制员工创造力。有学者也发现变

革型领导通过影响员工负荷性压力感知来抑制其创造力发挥（蔡亚华等，2015）。（3）领导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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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变革型领导对创造力的促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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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信任。当变革型领导信任下属并赋予其关键任务时，下属会不断按照领导期望改变自身行

为，进而失去自己正常的工作节奏，使得下属工作压力倍增，从而抑制其创造力（Sinaceur，
2010；Baer等，2015）。当下属感知到领导高度信任时，为了不负上级厚望，便会加大资源（如时

间和精力等）投入扮演好自身角色，易造成员工角色模糊与超载，进而削弱其创造力（Lau等，

2014；王红丽和张筌钧，2016）。
2. 情绪机制

一些研究者从情绪激发视角，探讨了变革型领导对创造力的抑制作用机制（Chi等，2011）。
根据情绪认知调拨模型，当积极情绪水平较高时，个体会更加积极评价自己工作表现且对现状

的满意度上升，因此会削弱其认知坚韧性与创造性认知投入，失去探索和前进动力，最终阻碍

个体创造力（Schwarz和Clore，1983）。基于领导—下属互动情境，研究发现变革型领导能显著

激发下属积极情绪（van Dierendonck等，2014），积极情绪通过增强个体认知灵活性进而促进创

造力；然而，过高的积极情绪又易使个体满足现状、不思进取与过于乐观，认为不必付出更多努

力就能实现创新目标，最终阻碍了创造力发展（George和Zhou，2002）。此外，变革型领导易唤

醒个体过高的积极情绪，导致其注意范围和信息加工能力也会随之降低，更易沿用定势思维或

习惯行为，这不利于提升其创造力。

（二）变革型领导对团队创造力的抑制机制

1. 团队认知机制

对变革型领导过度信任的团队倾向于寻求观念一致，这会诱发团队成员之间的趋同性，无

形中降低团队认知的灵活性，致使团队成员不愿意表达不同的见解，导致团队内建设性争辩减

少，进而形成Tsai等（2012）所谓的“团体中心主义”（group-centrism）状态。这种状态会弱化团队

成员创新意识，产生“社会性偷闲”行为，致使“责任分散效应”出现，进而抑制团队创造力。此

外，Davison和Blackman（2005）的研究发现，变革型领导易激发高度相似的共享心智模型。心智

模型一致性程度过高，易导致团队成员所获知识的同质化，过度同质性会抑制异质思想的充分

交流与碰撞，不利于团队创新活动。Kellermanns等（2008）的研究表明，变革型领导通过愿景激

励及领导魅力在团队中营造出勇于创新的建设性氛围，但当团队建设性氛围过强时，成员在接

纳不同观点的同时又极力避免负面情感冲突，不利于团队充分利用认知多样性，在此情形下，

成员心智模型愈加相似，反而不利于提升团队创造力。

2. 团队互动机制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当领导者制定决策时关心成员发展并考虑其意愿和感受，成员会相应

地以积极的工作态度、高水平的团队创造力回报领导，此时易建立起高质量的领导—成员交换

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又易产生失衡性。当关系失衡性较大时，即表现为团队中某一成员独享领

导者所占有的资源，而其他团队成员均未获得任何资源和支持，这会导致成员之间竞争加剧、

冲突增多和团队氛围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团队可能会演变为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竞技

场”，严重损害团队创造力（De Dreu等，2008；Jiang等，2014）。Howell和Hall-merenda（1999）指
出，变革型领导能够促进高质量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但当变革型领导作用的发挥过多地依

赖领导者的个人资源和自身魅力时，易导致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在不同员工之间的差异化水

平扩大，进而形成抑制团队创造力发挥的“圈内人—圈外人”差序氛围，最终削弱团队创造力。

通过系统梳理已有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变革型领导对个体创造力的抑制作用机制，主要是

通过认知和情绪路径；变革型领导对团队创造力的抑制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团队认知和团队

互动路径。上述抑制作用机制，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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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详细梳理出变革型领导对创造力的促进及抑制作用机制，可以看出研究者的结论不

一，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1）理论机制。现有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过于强调变革型领导的阳

光面，忽视了它的阴暗面。变革型领导多经由负向中介进而影响创造力，这种负向间接作用抑

制掉了变革型领导对创造力的正向作用。在未来研究中，应多关注变革型领导的阴暗面以及相

关的负向中介。（2）研究方法。当前二者关系的研究多以问卷法为主，且变革型领导与创造力的

测量方式差异较大。一方面，西方学者多采用Bass关于变革型领导的四维结构（Bass，1985），而
我国学者多采用李超平的划分结构（李超平和时勘，2005）。另一方面，多层面创造力的报告主

体不统一，有些研究采用自评量表（Jiang等，2014），有些研究采用他评量表（Liu和Phillips，
2011）。这种变量上操纵与测量方法上的差异虽有其合理性，但也导致了变革型领导与创造力

关系领域的研究结论零散且矛盾。

四、  变革型领导与创造力的非线性关系

面对市场竞争和组织不确定性加剧的态势，变革型领导对创造力的作用仅仅表现为促进

或抑制效应吗？基于已有研究发现，有学者指出二者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潜存着复杂

的曲线关系，即变革型领导对创造力存在巧妙的“甜点效应”。当变革型领导水平达到某个“甜
点”位时，创造力会渐升至峰值，而当变革型领导水平显著低于或高于“甜点”位时，变革型领导

会抑制创造力。

（一）变革型领导与创造力之间的正U形曲线关系

变革型领导作为影响力“杠杆”对研发团队创新活动具有多重影响，表现出典型的双刃剑

效应。Eisenbeiß和Boerner（2010）对52个企业研发团队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变革型领导与团

队创造力之间呈正U形曲线关系。企业中研发团队成员多为知识型员工，工作自主性和独立性

需求较高，变革型领导表现出的智力激发等领导行为可能会破坏研发团队的创新自主性。具体

而言，在创新活动过程中，当变革型领导水平较低时，领导者在创新方向上并不会过多干预团

队，此时成员创新自主性较高，加之研发团队本身具有较强的内在创新动机，这将会促进团队

创造力；当变革型领导水平较高时，团队成员会对领导产生遵从和崇拜感，领导者的愿景绘制

及领导魅力易激发出成员较高的团队认同感和创新承诺，此时变革型领导也可以促进团队创

造力；然而，当变革型领导水平一般时，领导者在创新方向上的引导会干预研发团队自主性，损

害其团队创造力，此时研发团队创造力水平最低。由上述可见，变革型领导与团队创造力关系

呈正U形曲线关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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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力

团队认知机制

•  团队中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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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变革型领导对创造力的抑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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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革型领导与创造力之间的倒U形曲线关系

有学者认为变革型领导与创造力之间表现出正U形曲线关系，但也有学者指出二者间呈

倒U形曲线关系，存在“过犹不及”效应。我国学者宋晶等人（2013）选取具有较强研发合作强度

和深度的典型行业进行研究，集中探讨了企业领导风格、组织间信任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

结果显示，变革型领导与合作创新绩效之间存在阈值效应，适度的变革型领导行为有利于合作

创新绩效提升。变革型领导凭借其领导魅力及感召力，可将组织成员凝聚在共享愿景目标上，

这将有利于激发成员之间协同创新激情，驱动成员在合作创新活动中竞相迸发潜能，进而提升

合作创新绩效及创造力；过强的变革型领导行为无法满足组织成员的个性化意愿及对目标的

差异化需求，不利于合作创新绩效的提升，并损害团队创造力；当变革型领导水平过低时，由于

创新活动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组织成员未曾受到任何外在情境激励，不利于促进

其创造力发展。由上述可以推断，变革型领导与其合作创新绩效及创造力呈倒U形曲线关系。

针对变革型领导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特点，不同的研究者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即二者

间呈正U形或倒U形非线性关系。毋庸置疑，变革型领导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依然不够清晰甚

或结论矛盾。对于上述现象，可从如下角度作一分析：（1）研究对象不同。针对不同特征的研究

对象，变革型领导效应也不尽相同。Eisenbeiß和Boerner（2010）主要以企业研发团队为样本，这

类知识型员工的创新活动多受内在创新动机驱动，因此对领导需求水平较低，相反对工作自主

性需求较高。但当变革型领导水平较高时，其愿景激励及领导魅力也能激发研发团队创造力。

宋晶等人（2013）研究样本多为企业中高层技术管理人员，他们介于行政管理者与专业技术人

员之间，其自主性需求处于中间水平，适中的变革型领导水平更有利于促进其创造力发展。（2）
文化情境不同。与Eisenbeiß和Boerner（2010）研究中变革型领导所基于的国际企业背景不同，

宋晶等人（2013）主要是考察中国文化情境下变革型领导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从中不难发

现，变革型领导的有效性和作用机制可能受到文化情境的影响，会与文化因素交互作用进而对

创造力产生影响。可见，变革型领导对创造力的作用机制，不仅受到下属工作自主性的影响，还

受到文化情境的制约。

五、  结论与研究展望

由上述可以发现，变革型领导促进创造力的作用机制，无论是在团队层面还是个体层面上

均得到了实证检验，故其研究信度得到了广泛认可。但变革型领导抑制创造力作用机制的研究

则较为薄弱，该结论成立有赖于其他中介变量的配合，缺乏更为直接有力的研究证据支持，其

适用范围较为狭窄。此外，变革型领导与创造力之间的非线性（正U形和倒U形）关系研究，在理

论层面上涵盖了激活和抑制假设，颇具独到性和创新性。

同时需要指出，本文尚存在如下不足：（1）本文主要探讨了变革型领导对创造力的作用机

制，对促进及抑制创造力的中介变量进行分类归纳，但尚未梳理出影响这一双刃剑效应的边界

条件，即未找到其相应的调节变量。（2）变革型领导抑制创造力作用机制的研究相对较新，在对

其作用机制进行总结归纳时，本文主要从理论视角进行了阐释，而更多直接相关的实证证据仍

显不足。（3）本文主要探讨了变革型领导对个体和团队层面上创造力的双刃剑效应，尚未发现

变革型领导对组织创造力双刃剑效应的研究证据。基于上述，未来研究可从如下六个方面

展开：

（一）从均衡观出发，强化变革型领导的阴面研究

目前关于变革型领导与创造力的关系研究大多是从变革型领导的积极面出发，对其消极

面缺乏应有的关注和探索。从变革型领导自身的特质来看，魅力强的变革型领导过于重视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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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下属之间的情感联结，享受并沉溺于下属的服从感（van Knippenberg和Sitkin，2013），易拒绝

负面反馈，这会导致下属全盘认可并接受领导者的想法（Eisenbeiß和Boerner，2013），阻碍其创

造力。House和Howell（1992）基于变革型领导的道德伦理水平，将其划分为社会化变革型领导

和个人化变革型领导，前者是以群体利益为导向，而后者则是以自我利益为导向，并将个人利

益凌驾于组织及成员之上，对组织创造力具有严重的破坏力。此外，变革型领导并非均衡式领

导，而是融合均衡式和垂直对偶式的领导行为，领导魅力和感召力维度是团队聚焦，个体化关

怀和智力激发则是垂直对偶式的，这意味着变革型领导如果运用不当，会降低关系差异化程

度，损害组织创造力（Schyns和Day，2010；Wu等，2010）。因此，在关注变革型领导对创造力的影

响时，不仅要致力于揭示其对创造力的积极作用，还要关注其潜在的负面效应，需从均衡视角

看待变革型领导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

（二）从系统观出发，揭示变革型领导维度与创造力的关系

现有研究多将变革型领导作为整体构念展开研究，鲜见深入探讨变革型领导各维度与创

造力作用机制的研究（Wang和Howell，2010）。一方面，虽然大量实证研究检验了多因素领导问

卷（multifactors leadership questionaire）在变革型领导理论研究中的有效性，但是它的四个维度

部分重叠且高度相关，如“智力激发”维度就与“鼓舞性激励”和“个性化关怀”的某些方面重叠，

尤其是在探索以上维度与创造力的关系中，难以厘清是哪一维度在起作用还是彼此发挥交互

作用。因此，未来研究应该深化对已知维度内涵的理解并探索可能被忽略的维度。另一方面，随

着领导研究中的跨层次分析日益兴起，变革型领导因其灵活性结构及其会同时对团队和个体

产生影响，有研究者提出了差异化变革型领导（Kark和Shamir，2002）。Schriesheim等（2009）实
证检验了差异化变革型领导的两个维度：一是基于平均领导风格理论范式的团队一致性维度，

包括针对团队整体的理想化影响和领导感召力；二是基于权变领导理论范式的个体差异性维

度，包括针对个体的智力激发和个性化关怀。国外学术界对差异化变革型领导及其对创造力作

用机制的研究也是最近几年刚刚兴起，国内学术界对此尚处概念引介阶段，并未深入探讨差异

化变革型领导对创造力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因此，未来研究可着重探讨差异化变革型领导

及其维度对创造力影响的“黑箱”机制。最后，相比之下，目前变革型领导与个体及团队创造力

关系的研究较多，而变革型领导及其维度与组织创造力关系的研究亟待加强。

（三）从整合观出发，深入探索变革型领导影响创造力的作用机制

为了揭示变革型领导影响创造力的本质特征，应对作用机制进行整合性研究。一方面，虽

然研究者已证实了变革型领导对创造力的直接作用并对其中介机制进行了探索，但现有研究

大多仅聚焦于某一中介机制，缺乏将多重中介进行比较和整合。未来研究在检验和比较已有作

用机制的同时，还应探索其他作用机制，并厘清不同作用机制的适用性。无论是促进作用还是

抑制作用，其作用机制是否存在替代或补偿关系？后续研究可以同时考察多个中介变量的作用

并比较其效果大小。另一方面，通过前文梳理可以发现，当前变革型领导对创造力作用机制的

研究，大多是基于个体内（intropersonal）视角，即变革型领导通过影响个体及团队的认知、动

机、情感过程，进而影响其创造力水平，却忽视了到底是什么因素又在影响变革型领导鼓励创

新的行为，目前这一机制尚缺乏相应的理论解释视角（Tierney与Farmer，2011）。因此，未来研究

可将个体内视角与个体间（interpersonal）视角相结合（Huang等，2016；王震等，2012），探讨变革

型领导自身特征如何影响领导创新支持行为、进而影响个体或团队互动并最后作用于创造力，

构建出“变革型领导特征”→“变革型领导行为”→“个体或团队行为”→“创造力”这一模型，未

来可对这一研究构想进行丰富并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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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权变观出发，探讨变革型领导影响创造力的边界条件

回顾以往研究可以发现，已有研究较少考察变革型领导影响创造力的边界条件，尤其是增

强正向中介、削弱负向中介路径的边界条件。首先，从增强机制来看，现有研究已探讨了保守

性、基于组织的自尊（organization-based self-esteem）、自我展现倾向等个体因素对变革型领导

与创造力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未来研究可从组织创新氛围、组织文化、团队创新氛围等因素探

讨变革型领导影响创造力的调节效应。其次，从削弱机制来看，应探寻变革型领导与负向中介

的调节变量，进而将变革型领导消极面分离出来，从而使变革型领导发挥出促进创造力的作

用。为此，研究者可从强化机制与削弱机制相整合的视角，系统探讨组织可采取哪些举措或创

设哪些条件实现变革型领导效果的最大化，这将有助于推动变革型领导与创造力关系的理论

和实践研究。

（五）从情境观出发，推动变革型领导影响创造力的跨文化研究

文化情境是影响变革型领导与创造力作用机制的重要情境因素。从已有文献来看，研究者

已在单一文化情境下对变革型领导与创造力的关系进行了考察。Eisenbeiß和Boerner（2010）基
于国际企业发现变革型领导与团队创造力呈正U形关系，而宋晶等（2013）则基于中国企业发

现二者呈倒U形关系。造成上述结论不一致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现有研究主要采取普适性视

角，未能关注文化权变性问题。未来研究应与中国文化情境相结合，即在中国独特的文化特征

和价值体系下，以“和谐”“关系”“中庸”“面子”“和而不同”等为背景，探讨变革型领导影响创造

力的表现形式、作用机制及实践效果等存在哪些差异，并进行跨文化和本土化研究。另外，还可

通过考察文化情境的调节效应，如中国企业组织情境下的“高权力距离”“高传统性”“高集体主

义”等变量。

（六）从方法学出发，提高变革型领导影响创造力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与科学性水平

当前关于变革型领导对创造力影响的研究，多以问卷法为主，研究方法较为单一。今后可

综合运用实验法、案例法等，实现研究方法的互补性，增强变革型领导对创造力研究的科学性

与系统性，进而揭示出变革型领导影响创造力的内在机制。此外，目前变革型领导对创造力影

响的问卷研究多采用静态视角，即从横截面研究切入，仅在一个时间点收集数据。这样难以更

好地确定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变革型领导影响创造力的动态过程。未来研究可引入时间

变量，采用纵向、跨时间点的研究设计，尽力避免同源偏差的影响，建立起变革型领导影响创造

力的动态因果模型。可采取如下步骤：在时间点1上，由员工及团队评价变革型领导行为，变革

型领导评价员工或团队创造力水平；在时间点2上（可为1年后），由变革型领导再次评价员工或

团队创造力水平。

作为领导理论研究的新范式，变革型领导对个体、团队等层面的创造力发挥着重要促进作

用。未来研究应从均衡观、系统观、整合观、权变观、情境观及方法学等视角出发，对变革型领导

作用于创造力的双刃剑效应进行全面关注：对其正面效应，应将这类研究发现应用于组织创新

实践中，从而提升创造力水平；但对其负面效应，还需进一步深入探索并在管理实践中加以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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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Along with the globalization of knowledge innovation, creativity has become the core
of modern enterprise to obtain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 motiv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creativity is an inevitable research topic in the organizational change
context  filled with competition and uncertainty.  However,  the current  academic circle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remain major differences. Some scholars believed that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on
creativity  has  a  promoting effect.  Some scholars  pointed  out  that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on
creativity  exists  inhibitory  effect.  In  addition,  some  scholars  believed  that  there  is  a  non-linear
relationship, namely, U-shaped and inverted U. The inconsistency of the research findings can lead to
the cognitive dilemma of how to control the relationship. Only a few scholars summarized the promotion
effect, and hadn’t investigate the inhibition mechanism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on creativity.
Aiming at the shortcomings, based on related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refines the double-edged sword
effect, and sums up of the nonlinear relationship. In terms of promotion mechanism,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promotes individual creativity through motivation, cognition, and emotion mechanism, and
improves team creativity from team cognition and team interaction mechanism. In terms of inhibitory
mechanism,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 inhibite individual creativity through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mechanism, and team creativity can be impeded by team cognition and team interaction mechanism.
Therefore, future researches should intensify the negative aspects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quilibrium,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s dimensions
and multilevel crea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deeply explore the complex mechanisms of the
eff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ation, discuss the boundary condition of the eff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ingency, promote the cross-cultural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tu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diversity and scientific level of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hodology. The double
sword effect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on creativity needs a comprehensive focus on. The positive
effect should be researched to be applied to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practice, so as to enhance the level
of creativity; however, the negative effects need to be further explored and prevented in the management
practice.

Key words: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creativity; promoting effect; inhibited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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